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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片

一个创新药物的研发经历十年甚至几十
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新药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里，这样的科
研周期正在一轮轮缓慢地滚动着。用该实验室
主任蒋华良的话来说：“我们不能着急，慢慢做
总会等到有结果的那一天。”

在该实验室，除了蒋华良，还有一群来自
五湖四海的科研人员共同从事着如此漫长的
科研工作，有失败也有成功，通过不骄不躁的
耕耘，他们在这里收获了一批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药雏形。

坚定的选择

“如果留在国外进医药公司，未来发展可
以很清晰地预见；如果选择回国，虽然前途未
卜，但国内的科研平台却能给我提供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这是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南发俊就记者提问“为何回国”给出的答
案。

在该实验室，不乏与南发俊相似的拥有海
外学习工作背景的科研工作者，问及为何回国并
选择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
药物所）时，他们的回答竟不约而同地一致。

南发俊回国前曾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
中心从事药物化学研究，如今在新药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继续该领域科研工作。不同的是，
在国外他是给别人打工，回国后有自己的实验
室，可以独立开展研究。
左建平是 2000 年进入上海药物所工作

的，从奔赴日本留学到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
实验免疫学分院的细胞介导免疫学研究室从
事研究工作，先后经历了 10多年的海外学习
和工作。
他说：“在国外的发展余地相对国内要小

很多。回国十几年，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
新评价。身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员，身上的
责任感不同，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比在国外高，
总想着做点什么。”
如今，左建平和其他课题组合作已经成功

将两个国家一类新药推上临床，这无不得益于
实验室这个平台。
回国以来，左建平也深深感到来自方方面

面的资助，包括实验室仪器专项经费支持科研
人员购买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型仪器，实验室条
件平台建设也得到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支持，不
输国外的同类科研平台。
“实验室的科研硬件条件将会越来越好，

如何以新药研发的成果作为回报将是我们新

一代科研人员面临的挑战。”南发俊表示。

打破旧环境

在该实验室，科研人员总结出了我国新药
研发问世缓慢的几个原因：一是新药研发周期
本身就很漫长，二是国内审核流程缓慢，三是
依赖进口缺乏研发动力。
南发俊通过自己多年的新药研发经验告

诉记者：“在国内，像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样的药物研发机构，在前期因为新药研究平
台不是很完善、研发人员经验不足，导致研发
速度偏慢；如今，我们实验室各方面的研究平
台日趋完善，这将大大加快我们新药研发的速
度。”
新药问世速度还受到国内审批速度的影

响。在美国，新药临床试验审评时限为 30个工
作日，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的审评时限为
60天。而在我国规定的临床试验审评周期为
90个工作日，但以往大部分从申请到获得临
床批文实际需要 17~18个月。
近年来，经过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的

努力，审评时限明显缩短。2012年，72%的化药
临床试验申请审评时间在 8个月以内，这也说
明未来审批流程将向精简、高效的方向迈进。

在采访中，几位实验室成员对比了国内外

的研发环境，发现国内新药研发缓慢还受到对
自主研发缺乏信心的影响。比如一些药企喜欢
引进国外药物，或者做一些仿制药，对原创药
物缺乏判断力，进而影响到新药研发的进度。

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蒋华良感到，我国很
多民营药企对新药的扶持力度已有大幅提升，
在未来新药研发市场上，他们也将成为一支主
要生力军。
新药研究重点实验室自成立以来，已经在

重大基础研究和创新药物研究等方面呈现出
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意欲打破固有束缚，坚
持改革与创新。

专啃“硬骨头”

南发俊简单介绍了新药发现流程：靶标发
现与鉴定、药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临
床前和临床开发 3个阶段，实验室的工作主要
集中在前两个阶段，即药物发现阶段。

就自己所从事的药物化学研究，南发俊
说，药物先导化合物的发现是所有研究工作
的基础，发现好的化合物途径很多，难度在
于如何发现具有新颖结构和类药性的先导
化合物，这也是能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
新新药的关键所在。

就靶标的发现，左建平表示如今有很多

已知靶标，照此做药可以走捷径，但原创性
低，而该实验室要做的是发现新靶标。这等
于在一个未知世界寻找解决的路径，再供别
人使用。
从事药物设计研究的蒋华良将工作比成

盖房子前的画图纸，看上去是一个辅助性工
具，虽然有人没有图纸也能造房子，而有了设
计图纸可以少走弯路。因此要研制新药，设计
这一步不可少，有创意的设计更不是易事。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缪泽鸿

从事药物作用机理研究，简单来说，这贯彻整
个新药研发过程。一些研究人员进行已上市药
物的作用机理研究，而他的团队则围绕要研发
的新药作研究，难度可想而知，但结果也将直
接推动新药研发进程。
此外，缪泽鸿还介绍到，药物作用机制研

究的难点之一就在于涉及学科广泛，需要采用
多学科交叉集成的理论知识、方法技术。
比如，他所从事的抗肿瘤药物作用机制研

究涉及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肿瘤学、药理
学、生物信息学、医学以及药学等多个学科，只
有对相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新技术新方法
等的进展保持高度关注并有效应用，才能真正
摸透抗肿瘤药物的机理。
正如蒋华良所说：“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就是为解决新药研发难题而存在的。”

以解决新药研发难题为己任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要么不做，要做就只做创新药
物。”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
称实验室）主任蒋华良坚定地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该实验室的依托单位
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
称上海药物所）。

2009 年，由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自主研发的盐酸安妥沙星成功上
市，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化学 1.1类氟喹诺酮类抗菌新药，
成功填补了我国该领域 50 年的空白。
对于治疗心脑血管二类中药丹参多酚
酸盐注射剂，实验室提出以丹参乙酸镁
作为丹参新制剂质量控制标准的创新
设想，发明了丹参多酚酸盐提取精制工
艺，从本质上完成传统注射剂的升级换
代，2012年，其销售额突破 20亿元。

如今，实验室瞄准危害我国人民生
命与健康的重大疾病，综合运用化学、
生物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方
法和技术，通过与其他科研机构、企业的良好合作，将一
批批新药研发成果转化，推动我国医药产业发展。

拓荒起步快速发展

上世纪 90年代，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处于初
建阶段。“当时的研究条件很简陋，例如旋转蒸发仪仅有
两台，计算机辅助药物分子设计的工作只能在普通 286
微机上进行。”蒋华良回忆道。那时，蒋华良正在上海药
物所攻读博士学位。

后来，在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科学院和上海药物所
配套经费的支持下，实验室购置了倒置显微镜、大型旋
转蒸发仪等一批关键性仪器设备，加之上海药物所公用
大型仪器的支持，形成了比较完整、有特色的研究系统，
基本达到上世纪 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4年建设，拓荒起步，历经艰辛。在科研方面，实验
室将新药基础研究领域四大学科有机结合，发挥学科交
叉的优势，在原有多年科研工作基础上，完成了治疗早
老性痴呆性新天然产物药物石杉碱甲和二氧代哌嗪类
抗癌新药 Sobuzoxane的临床试验，还对抗肿瘤化合物
CJ-04等先导化合物开展了深入研究。

1998年，随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
实验室选择在药学领域中具有新颖性和前沿性，又是我
国创新新药工作中薄弱环节的天然产物化学、计算机辅
助药物分子设计、新药筛选及药理学（主要为抗肿瘤、神
经系统药物）和新药体外毒性研究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进入新世纪后，实验室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从基
因组到药物”的现代创新药物发现与评价体系，在本学
科领域中慢慢建立了优势地位，逐步成为国家药物研究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纳人才协同创新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早期发展阶段，不仅
研究经费不足，还面临着人才紧缺的窘境。”蒋华良告诉
记者。
为此，实验室在成立初期聘请从挪威回国的胡国渊

博士任副主任，还为其他几位回国的博士后人才配备先
进的仪器设备，使他们能尽快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一直是实验室重点工作之一。2000
年以后，针对人才知识结构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某些学科
领域人才不够充实等问题，实验室聘任了 10名平均年
龄在 40岁左右的学术骨干为固定人员，进一步改善实
验室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
现在，来自实验室的学科带头人已在国家、中科院

和上海市的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重大
项目组织和实施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纳人才的同时，实验室还重视与生命科学相关
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早期，实验室与北京大学
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南开大学元素有
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兄弟单位联合承担了国家“八
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化合物的筛选”专题。

近年来，实验室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发挥各自优势，开展
“基于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药物发现研究”，以提高实验
室自身蛋白质科学的研究水平，促进靶标发现与功能确
证以及结构生物学等研究。

此外，实验室还帮助中科院新疆理化所建立了基本药
物筛选和评价平台，并培训相关技术人员；在暨南大学设
立分实验室，合作开展基于天然产物的药物发现研究。

脚踏实地潜心科研

在介绍完实验室的概况后，当记者问及蒋华良有没
有触动心弦的科研收获时，他的回答是“还真没有”，这
有点出乎记者意料。

蒋华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被评为中科院上海
分院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毕业后又被上海药物所特批
为副研究员，按理说他的科研经历应该很精彩。
“新药研发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也是药物创新

体系的源头，不少前辈可能一辈子只能做出一个新药。”
蒋华良平静地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新药研发人员
的激情似乎就这样被消磨掉。”

与此同时，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为科研人员
营造了一个宽容失败、摒弃浮躁、潜心研究的氛围。在这
里，从事新药研发人员的工作看似是那么波澜不惊，而
一旦新药问世，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其实，蒋华良和他的同事们又何尝不知道自己所
从事的研究的重要性呢？只是，他们更清楚，新药研发
不能急功近利，科研机构不同于企业。他给出了一个
形象的比喻：大江大河的源头都是少得可怜的一滩
水，新药研发就是这汪源头活水，不在乎后续收益，只
在乎创新引领。

对于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来说，今年 3
月 29 日这天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该实验
室与泰国科技部（GISTDA）正式签订协议，
合作建设泰国地球空间灾害预测系统。
“这是继 2007 年，武汉大学第一次与国

外的政府部门签署共建研究中心的谅解备
忘录后，实验室为深化中泰测绘遥感科技合
作所启动的又一个标志性项目。”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该实验室党委书记
杨旭这样说。

在实验室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类似
的“第一次”其实并不稀奇。这些年来，在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李德仁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龚健雅等带领
下，该实验室连续三次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优
秀实验室，并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坚持：瞄准方向 不断前行

实验室成立于 1989年。从成立之初，就
将研究方向定位在了测绘遥感信息工程领
域国家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由此开展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9年，实验室教授李德仁指导其学生
龚健雅在国际上率先提出面向对象 GIS 的
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
学会主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
John Trinder评价道：“GeoStar是国际上面向
对象 GIS的领航者。”这一成果引领了国际
上面向对象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为了将这一理论和方法变成可用的系

统，实验室组成科技攻关团队，夜以继日开
展技术创新。

1993 年，研制出自主版权的面向对象
GIS 基础软件“吉奥之星”。之后，研究团队
进一步提出了地理信息共享与互操作的理
论、方法和标准体系，研制开放式虚拟地球
共享集成平台 GeoGlobe。系列成果于 2001
年、2005年、2010 年先后 3 次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目前，相关成果已成为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天地图”的核心支
撑软件。
“这其实是实验室创新特点的一个典型

代表。”杨旭说，即围绕某一条学术和技术主
线，开展持续不断的研究；在已有的技术基
础上，充分结合科技发展和社会需要，有些
研究可以持续几十年不间断，最终形成既能
满足实际需要，又立足于国际前沿的技术。

自由：给科研人员最少的束缚

国内很多科研院所给科研人员设定一
定的科研“指标”，似乎是一个通行的管理办
法，但在该实验室，这一通行办法却没有被
采纳。
据杨旭介绍，实验室不会给研究人员设

定所谓指标，要求他们在单位时间内一定完
成，而是在制度上给予其最自由的发挥空
间，在物质上给予其最有力的资源配置。“我
们要让科研人员能够安下心来，按照自己的
兴趣选择研究方向。”
在实验室，让研究人员觉得“自由”的并

不仅仅是科研氛围。
不久前，来自该实验室 28岁的邓鹤翔成

为武汉大学教授，此事曾引起普遍关注。而事
实上，如此推贤并非武汉大学的第一例。“早
在 2010年，我们实验室另一名 28岁青年学
者就被破格提升为教授。”杨旭说。
杨旭表示，实验室历来有着提携年轻人，给

年轻人发挥空间的传统。李德仁、龚健雅等一批
学术带头人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实验室的青年教师们能力很强，因为

暂时没有取得硕士、博士导师资格不能招
收研究生，在老一辈学术带头人的帮助和
支持下，他们通过融入学术团队获得指导
研究生的机会，学术得到很大提升。一些年
轻教师刚到实验室工作时，面临着缺乏科
研资金的困难，学术带头人便主动从自己
的课题经费中划出经费，无偿资助，使其迈
出科研的重要一步。
“在科研中，年轻人基础很好、思维开

阔、干劲十足，有着自身独特的科研优势，我
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优势得到最充分的
发挥。”杨旭说。

产业化：成果不能搁置起来

发展 20 多年，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足可
用“丰盛”二字来形容。

据统计，近年来，实验室先后主持“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项目 5 项、主持“863”计划
重点重大项目 5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4 项。

上世纪 90年代，该实验室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士张祖勋主持研发
的全数字化自动摄影测量系统取得重大进
展，1993年，该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随后，他们又将成果形成了商业化软
件，并作为产品推出。如今，该软件已成为世
界三大数字摄影测量软件之一。

2000年，该实验室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
经南主持完成的“国家高精度 GPS 网布测
方案、施测技术和数据处理的研究”，对我国
GPS 定位技术以及国产自主版权大型软件
系统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并获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7年，李德仁主持完成的“基于 3S集
成技术的 LD2000系列移动道路测量系统及
其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截
至 2010年，该产品的市场销售额已达 1.4亿
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成果都组建了专门
的公司进行成果转化和销售推广。这种由学
校和企业资源整合的成长模式，极大地推动
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对此，杨旭表示，实验室历来重视基础
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机统一，形
成了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科研成果不能
搁置起来，否则非常可惜。”为此，实验室始
终保持与相关企业的密切合作，有些老师甚
至长期在企业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管理方
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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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点实验室的“创新经”
姻本报记者 陈彬

在上海药物研究所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里，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科研人员从事着漫长
的新药科研工作，通过不骄不躁的耕耘，他们收获了一批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雏形。

蒋华良

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重视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形成
了自身鲜明特色，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2006~2011年连续
三次被科技部评为“优秀实验室”。

国家红壤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红壤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
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为依托，围绕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食品安全等战略需求，
针对我国红壤地区生态失衡、地力退化、
水土流失严重、改良技术工程化水平低等
问题，强化红壤改良技术的工程化、产业
化和成果转化的技术聚集、孵化推广和高
端研发人才培养基地。中心现有实验用房
4000多平方米，包括常规化学分析实验
室、生态和环境实验室、生理与栽培实验
室、有害生物控制实验室、资源利用实验
室、新型肥料创制实验室等；有水、土、气、
生各要素观测采样点 39个，监测场地 4
个约 1500亩；中试基地 4个约 7000亩，
可供开展各项实验研究、技术及产品开
发、中试孵化和生产应用示范。
“十二五”期间，该中心将重点开展 4项

工程技术研发，推广应用 6项成熟的红壤改
良技术成果，进行 3项技术集成示范，并承
接工程技术转化和联合研发任务。

国家竹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竹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于安
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由国际竹藤网络中心主
持筹建，于 2007年获得科技部立项批准。安
徽省是竹资源大省，有竹类资源 100多种，
竹林面积 500多万亩。

2011年，该中心通过科技部验收，该中
心在竹藤良种繁育、资源培育和加工利用等
领域，通过基地与成果集散中心的建设，关
键技术的攻关、孵化与推广，高素质人才的
培养和培训等，形成了良好的技术成果工程
化、产业化能力，较好的人才流动及对外开
放合作机制，以及较完整的机构设置。
该中心得到了国家林业局关于工程中

心试验用房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的支持，确
定在国际竹藤中心安徽太平试验中心建设
主体工程———竹藤工程材料科研中试基地。
建成后的国家竹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为
竹藤技术的推广搭建平台，有利于加速竹藤
新技术、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成
果转化“孵化器”的作用，对于进一步提升竹
藤科技产业发展水平，实现竹藤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起到决定性作用。 （晓琪整理）

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德仁和中国科学
院院士龚健雅等带领下，该实验室连续三次被国家科技部评为优秀实验室，
并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